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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治理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权国家一直秉持“国家中心主义”理念所造成的，正是

理念使得主权国家采取孤立式或趋利避害式的行为对待全球治理，从而导致全球治理中出现参与赤字和责

赤字。通过分析国家政治发展观的变迁，不难发现，传统政治发展观以主权、领土为界限将世界划分为“

者”与“他者”的思维方式便是“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集中体现。这种传统政治发展观在世界范围的蔓延

为“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盛行提供了土壤。要解决全球治理困境，就必须克服“国家中心主义”理念。

政治发展观的角度来讲，就需要国家放弃“国家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传统政治发展观，进而采取一种开放

的、负责任的政治发展观。 

Abstract：The global governance dilemma has been caused, to a large extent, by the concept 

of "state centrism" sovereignty states maintain. This concept makes sovereignty states tend to 

take isolated measures or actions that draw on the advantages and avoid disadvantages in 

dealing with affairs of global governance, resulting in participation deficits and 

responsibility deficits. By analyzing changes i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defines the 

world as being "mine" or "other's"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reflecting "state centrism". Thus, the prevalence of state centrism is attributed to the 

worldwide spread of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concept. In order to solve problems 

in global governance we must go beyond "state cent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states should be rid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guided by "state centrism". 

Instead, an open and responsible political development concept should be ado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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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来说，全球化所带来的不仅是全球收益，还造成了数量众多且日趋严重的全球危机。全球治理

作为解决全球危机的方式提出已有一段时间，然而至今为止，仍未能有效地解决全球危机，甚至出现了某

困境。因此，破解全球治理的困境成为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迫切任务。 

一、全球治理的困境及其原因 

要分析全球治理困境，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全球治理？对于全球治理的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给出的定

是，“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

程，通过这一过程，各种相互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这个过程包括授予公认

团体或权力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及达成得到人民或团体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协议。”[1](P2)

托尼·麦克格鲁则认为，“多层全球治理指的是，从地方到全球的多层面中公共权威与私人机构之间一种

渐演进的(正式与非正式)政治合作体系，其目的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全球的或跨国的规范、原则、计划和政策

来实现共同的目标和解决共同的问题。”[2] 

中国学者给出的定义是，“全球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

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

权的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3]另一种定义则认为：“

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的，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

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4] 

分析东西方学者给出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共识：全球治理的目的应是解决以全球危机为代表的

公共问题；全球治理的主体应是多元的；全球治理的方式应是合作式的。因此，全球治理问题实质上是一

在全球层次上如何通过多元主体合作来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问题，也即是一个集体行动问题。 

显然，探讨全球治理存在的困境，就需要从集体行动的角度认识如下两个事实：第一，集体行动实现

首要条件是关系方愿意以协调而不是冲突的方式解决相关问题，同时合作应有关系方能参与进来的通道。也

就是说，只有各方同意且能够参与到合作的框架中，集体行动才有可能实现。[5](P51-55)如果关系方没

通的途径参与进来，或者不愿意参与进来，那么集体行动就会由于主体的缺失而导致失败。第二，集体行

实现的保证是公共物品能够达到充分的供给，如果关系方不能或者不愿供给充分的公共物品，反而采取“

便车”的行为，那么集体行动就会由于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而导致失败。[6](P8-14) 

如果以上述两个标准分析当今的全球治理，那么很明显，当今全球治理所存在的根本性困境就是参与

赤字和责任的赤字。就参与赤字来说，一方面现有的治理结构未能充分表达许多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意



见，许多行为体没有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去的渠道；另一方面，许多行为体也没有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愿

望。就责任赤字来说，在不存在任何超国家的实体来调节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和使用的情况下，对于诸多

迫的问题，许多行为体往往采取免费搭车而不是寻求持久的集体解决的行为。[7](P125)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全球治理中出现参与赤字和责任赤字呢？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多角度进行了分析，

本文则强调主要原因还在于全球治理中起主导作用的主权国家①依然持有着“国家中心主义”的理念。也就

是说，在当下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改变全球治理中参与赤字和责任赤字的着力点是改变主权国家所信奉

与遵守的“国家中心主义”理念。 

所谓“国家中心主义”，是指以主权与边界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从而将本国与他国以及其他行为体的

关系视为“我者”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思维方式。[8]“国家中心主义”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②在

层面上的扩大化。这种思维方式将“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视为“冲突式的”或是“竞争式的”，

为“我者”的存在不以“他者”的存在为基础。[9] 

持有“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主权国家面对全球治理问题时，经常采取孤立式的或趋利避害式的行为

其一，孤立式的应对行为。“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使得一些国家认为，当代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

全球化、剥削的全球化。“论述全球化，就是回顾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制对世界空间的主宰”，“资本主

在空间进行的拓展已经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而全球化既是这一空间扩展的表现，而且并且首先是一个改

变、调整以至最后消除各国之间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疆界的过程”。[10](P3-4)全球化并没有使得旧的国

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变化，反而有固化该秩序的作用，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全球治理，实质上只是资

主义企图控制世界、合理化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活动罢了。因此，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就必须拒绝融入

全球化，拒绝参加当今的全球治理活动。正是这种孤立式的行为，使得国家一方面拒绝国际对话和国际合

作，不能为需要各种行为体通力合作的全球问题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对于发生在本国境内的全

球问题不能以开放的心态进行全球合作，导致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造成严重的全球性后果。 

其二，趋利避害式的应对行为。“国家中心主义”理念同样会使一些国家认为，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使

得国际无政府状态发生改变，追求权力与利益依然是主权国家行为的根本动力，而全球化导致的国家间相互

依存关系的变化只是表示了彼此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不断加强而已。“全球化不但没有传播和平，而且似乎在

滋生冲突和怨恨”。[11](P111)所谓全球治理，只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新手段而已。因此

在全球化浪潮中，要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主权国家就必须在全球治理的竞争平台上趋利避害，争取有利的

位置。正是这种趋利避害式的行为，导致了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对于需要齐心协力解决的全球问题

主权国家往往采取搭便车的行为，从而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同时，这种行为还会加剧行为体间的不

信任，一些本可以通过对话、沟通来解决的全球问题也会由于彼此间的猜忌无果而终。 

不难看出，“国家中心主义”理念让国家将自己的视野局限于国界范围之内，将全球治理仅仅看作不同

行为体之间进行冲突或竞争的新方式而已。正是这种理念，使得主权国家的全球共同体意识缺失，导致全球

治理困境的出现。正如吉尔平所言：“无论是国家层次的还是国际层次的治理，都要建立在共同的信仰、文

化价值观，特别是共有认同的基础之上。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没有一个全球公民文化，也很少



有能团结全世界人民在一起的共同价值观。人们的认同和忠诚依然限定在国家甚至地方、种族和民族层

次。”[12](P402) 

 二、传统政治发展观与国家中心主义 

“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体现在国家观念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从政治发展观的角度来讲，“国家中心主

义”理念即表现为国家坚持的传统政治发展观。传统政治发展观认为国家的政治发展指主权国家政治系统

断演进的过程。[13](P9)国家要实现政治发展，就必须以“自我”为中心，一方面加强“自我”的能力，即

通过不断健全自身的政治制度，促进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方式实现政治发展；另一方面在“我

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即通过审时度势，摆脱不利的国际环境，争取或重建有利的

际环境来实现自身的政治发展。传统政治发展观以主权、领土为界限将世界划分为“我者”与“他者”的思

维方式便是“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集中体现。 

传统政治发展观最早产生于欧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市场经济开始出现，

济的市场化加速了社会结构的分化，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分工的细化和专门化打破了既有的社会结构，出现

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传统的信仰体系出现瓦解，人类的理性逐渐凸显出来。基于社会的现代化大变革，

政治现代化也开始进行。主权国家的建立便是政治现代化的最重要表现。通过主权国家的建立，社会现代化

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逐渐得到解决，而主权国家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壮大，主权观念不断深入人心。“

16世纪的欧洲大陆和17世纪的英国发轫的现代化运动需要新的权威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主权这一简单

了的观念本身。”[14](P84) 

在主权国家建立的基础上，国家内部的政治改革随之进行，开始了政治权力机构功能的分化、政治参

权的扩大化等情形。而这种政治现代化进程也由西欧逐渐扩展到欧洲其他地区以及北美地区，导致了这些地

区主权国家纷纷建立。“政治现代化的含义包括，民族国家享有的对外主权不受他国的干扰，中央政府享有

的对内主权不被地方和区域性权力所左右。它意味着国家的完整，并将国家的权力集中或积聚在举国公认

全国性立法机构中。”[14](P27)因此，在当时的政治发展观中，建立主权国家被认为是政治发展中最重要的

环节。 

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观是具有绝对排他性的。国家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持内部各种活动不被其他

国家干扰，而在国际层面上则实行与其他国家相互斗争、相互竞赛的方式防止他国入侵或以侵略的方式争

各种资源，创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环境，保证本国的发展。显然，在这种政治发展观中，国家有意将自身

其他国家区分为“我者”与“他者”。通过这种区分，来塑造政权的合法性，建构民众的政治认同。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许多殖民地纷纷摆脱殖民制度建立自己的国家，同时由于东西方矛盾的日益

尖锐，这些刚刚成立的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日渐引人注目。就这些国家自身来讲，其正处于传统与现代之

的变革期，亟须对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以应对国内的各种矛盾；就西方国家来讲，则

要防止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化，以阻挡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开始了发展中国

的政治发展进程。 



由于对从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经济因素的不当认识，导致许多国家认为实现民主化的最佳方式就是通

过发展经济来达至。“经济发展将不可避免的引起社会的现代化和分化，后者又会导致民主制的出现。因

此，美国所要做的一切就只是提供经济援助和教育援助，提供新的通讯媒介，援助新的社会团体。而后民主

制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了。”[15](P56)对于发展中国家自身来讲，由于受西方国家政治发展观的巨大

影响，且掌权者大都是有过西方教育背景的政治精英，对于西方式的政治发展观情有独钟，从而使得许多

展中国家所秉持的政治发展观即是：对外以领土、主权的独立自主为政治发展的目的，对内通过经济发展推

动政治民主为政治发展的目的。“可是逐渐地邻国相互了解了，结果便是世界上新的紧张局势。因此泛非主

义的梦想已经转变为刚刚萌发的各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他们在一个动荡的大陆上为确保国家安全而

行的斗争中相互对抗。在东南亚，每一个国家都与邻国有某种边界冲突。”[16](P215)显然，这种政治发

观不仅导致了以主权、领土作为区分“我者”与“他者”的依据，同时还出现了以政治民主为标准将这些

“他者”划分为“竞争者”与“敌人”的情形。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政治发展观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因为实现独立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

济、扩大政治参与的方式并没有实现政治的现代化，反而由于经济、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了政治危机频发

出现了政治衰朽的情形。通过分析，人们认为，出现政治衰朽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急剧变革，

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14](P4)“因

此，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维系共同体所需要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建立起能包容并能反映道德和谐性和互惠互利

性原则的政治机构。”[14](P9)“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会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

段。”[14](P19)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许多发展中国家放弃了以政治民主为核心的政治发展观，转而以构

大政府为主要目标的政治发展观，即采取“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这种主张强大政府的政治发展观事实上深

化了国家的自主意识，通过强化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思想，激发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进而扩大政府的能力。

不难看出，这种政治发展观同样是将自身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分为“我者”和“他者”之间的竞争关

系。 

    面对诸多的政治危机，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从国际层面寻找原因。通过分析，他们认为造成这些危机的根

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存在，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导致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的依附。这种依附关系的存在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社会危机频发，经济社会危机又进而

致了政治危机。[17](P133-135)因此，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出路在于变革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走

非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这种反西方的政治发展观反对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政治傀

儡，主张采取政治独立、经济独立的政治发展道路。这种政治发展观将自身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看作被

削者与剥削者的关系，从而有意通过孤立的方式来摆脱“他者”对“我者”的剥削。 

    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出现，许多西方国家遭遇了工业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诸多社

会危机。诸多危机使得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政治发展观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开始对工业

化、新自由主义等理念进行反思。他们认为工业社会并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点，而是一个驿站，从工业

明向知识文明，从物质文明向非物质文明的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18]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夸大了市

场的作用，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这种认识扩大了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因此超越新自由

主义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基于这种考虑，众多西方国家纷纷采取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



道路”。这种政治发展观在国内层面上主张政府福利与市场经济共进、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发展道路。

[19](P132)同时重视先进科学技术对政治发展的作用，将实行政治参与的网络化、政治决策的专业化等作

政治发展重要目标。在国际层面上则以政治的国际化为导向，不再拘泥于绝对主权的迷思，通过让渡部分主

权的方式寻求国际合作，实现国家利益，进而解决本国政治发展中所面对的诸多问题。[19](P143-148) 

    这种政治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业化、经济全球化对一国政治发展所造成的压力，通过合作治

理、让渡部分主权、扩展国际合作等方式也解决了不少问题，促进了国家的政治发展。然而这种政治发展

存在的问题是，在国内层面合作治理的效果依然并不十分明显，需要面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强大压力，从而在

很多问题上不得不采取“以邻为壑”的行为方式；在国际层面上，通过让渡部分主权，建立了国家联盟、

造了国际制度，然而这种联盟与国际制度依然是主权扩大化的产物，因此依然会以冲突或竞争的眼光看待

盟或国际制度以外的“他者”，同时对属于自己权力范围以外的事务也倾向于采取冷漠或搭便车的态度。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这些政治发展观在政治发展的具体内容上存在着诸多不同，然而它们都有

着一个共同点，即将主权、领土作为考虑政治发展的基点，从而有意无意地以主权、领土为纬度把世界区

为“我者”和“他者”。这种政治发展观从17世纪的欧洲产生，随着商品经济的全球化传播到世界的各个

落，从当今局势来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秉持着这种政治发展观。这种传统政治发展观在世界范围的蔓

延为“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盛行提供了土壤。 

    三、新政治发展观与全球治理困境的超越 

    可见，要克服如今存在的全球治理困境，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改革，更需要理念层面的转变，即需要改

变“国家中心主义”理念。而改变“国家中心主义”理念，最为重要的是消除其能够生存的土壤。从政治

展观的角度来讲，就是要改变传统政治发展观。只有改变传统政治发展观中以主权、领土来划分“我者”

“他者”之间的思维逻辑，才能克服“国家中心主义”理念导引下的政治发展观。 

    那么何种政治发展观才可以称得上新政治发展观？笔者认为新政治发展观应该是以“关系”而不是“

体”出发考虑政治系统演进的发展观。[20]这种政治发展观不再将全球范围内的“他者”以利益冲突者或利

益竞争者看待，而是将这些“他者”看作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新政治发展观眼中，这些“他者

已经变成了“我者”，是“我者”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1] 

    也许有人会置疑国家选择新政治发展观的可能性，因为“个体”思维已经根深蒂固，要国家在短期内

弃这种思维似乎不太可能。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全球化的发展、洞察全球化发展中产生的新质，那么关

国家会选择新政治发展观的论断也就不再是天方夜谭。 

    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无论你愿意与否，全球化的发展始终都在进行，正如乌尔

希·贝克所言：“全球化——必须这样理解——是为一个奇特的周期性过程定的名称，推进这个过程有两

截然不同的路：或者反对，或者拥护。”[22](P293)当今的全球化还是多层面的全球化，它不仅指经济的全

球化，还包括政治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全球化等诸多范围。由于当今全球化的不可逆转性以及全球化发展的多

层面性，使得今天的全球化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今的全球化凸显了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相互依



存已成为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基本规律。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摆脱相互依存的结构而谋求自

主的生存与发展，这是今天不同于以往之处，也是当代人类生存的现实。当今的全球化同样凸显了人类的共

同利益。[23]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一再证明了人类共同利益的普遍存在，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当

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 

    事实上，全球化的发展为新政治发展观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 

    那么新政治发展观又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新政治发展观必须建立在对社会

展大趋势的认识上，在全球化发展日益深入的今天，这一认识主要指新政治发展观一定要建立在承认如下

点事实的基础上。 

    其一，适应时代潮流的新政治发展观必须承认相互依存的客观性。相互依存的客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

人类生存方式的整体性和对各国的结构制约性，势必要求开放，从而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具有了愈

愈多的跨国性、超领土性。于是，政治就不再是传统的国内政治，政治发展开始体现出全球的向度。此时

断一国政治发展的程度，除了考察政治制度、政治功能、政治稳定、政治参与等指标外，还与其是否愿意

放本国政治、加强国际交流，自觉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有关。只有重视国际因素，不拒斥全球化，才能实现

一国的政治发展。“一个政治不开放，对国际社会抱有疑虑甚至敌意，排斥一切与本国经济、政治、文化

统不同的事物，闭关锁国，自我封闭的国家，绝不能妄言政治发展。”[24] 

    其二，适应时代潮流的新政治发展观还必须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是一个事实。这意味着新政治

展观必须认识到人类利益的存在，从而自觉地将国家利益捆绑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车轮之上，要认识到，“

类共同利益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利益，而民族、国家等群体所代表的共同利益则是特殊意义上的共同利

益”。[23]这种政治发展观抛弃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眼光，代之以全球的视野观察国家的政治发展，一

的政治发展不再仅仅是自己的事，它还关涉到全球的发展状况，一国的发展是全球发展的一部分。 

    因此，新政治发展观是一种开放的发展观，它承认当今全球化所具有的时代特征，认为只有以开放的心

态迎接全球化，才能实现一国的发展；新政治发展观同样是一种负责任的政治发展观，它认识到人类利益

国家利益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于是在一国的政治发展中自觉地协调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从而

现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共进。 

    显而易见，这种政治发展观会有效地促使主权国家克服“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从而解决全球治理中存

在的参与赤字和责任赤字，为富有成效的全球治理奠定基础。新政治发展观对于全球治理的促进，主要表

为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新政治发展观可以有效克服“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下“我者”和“他者”之间的对抗关系，使其

始终保持开放心态，从而解决全球治理中的参与赤字。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要实现自己的政

治发展，就必须自觉地融入全球化，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开放的政治发展观使得国家认识到，“

实现意愿中的国内政治目标，推行重大的政策纲领，解决国内危机，各国越来越需要坐到谈判桌上，与公共

的或私人的，国内的或国外的各种组织进行磋商”。[25](P12)这种开放的政治发展观使得国家积极参与



事务，通过不断参与、融入国际社会，进而克服全球治理中的参与赤字。这是因为，首先，国际交流的加

本身就是参与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只有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对话，才有可能为富有成效的合作奠定基础。一

个对国际社会报有疑虑，排斥交流的国家，肯定不会与其他行为体达成共识，肯定不是全球治理的有机组

部分；其次，对于某些涉及全球性的国内问题，可以以开放的心态对待，通过与各种国际行为体共同协作加

以解决。由于这些国内问题所具有的全球属性，所以能有效地解决这些国内问题，也即是参与到全球治理的

活动中了。 

    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政治发展是彰显这一理念的很好事例。从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

会提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起，特别是中

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主要文献中，包括历届中国共产党全国

表大会政治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新闻办涉外白皮书，都体现了这种理念。中国对于全球化不再一味

地以拒斥者的角色来定位，而是以认同者、融入者的身份出现，认为要实现本国政治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

地融入全球化。开放的心态使得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不断紧密、合作不断深化，从而很好地促进了全球治理。

[26]

    例如就核军控、裁军领域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对和平与发展这一国际形势的准确认识，中

国的核军控、裁军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态度从对抗转变为开放、合作。在80年代，中国先后加入国际原子

能机构、签署《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等国际条

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批准和加入绝大多数军控、裁军和防扩散条约。从1991年加入《禁止在海

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约》、1992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到2005年加

入《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中国共加入或批准11个军控、裁军和防

扩散条约。从1995年到2003年，中国先后制订了14项与防扩散有关的出口管制法规。[27](P93-95)通过这

系列行为，中国有效地防范了国际冲突，维护了世界和平。 

    在经济发展领域，中国同样成绩斐然。2008年9月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金融业，对全球

造成重大冲击。面对这一危机，中国始终坚持发展的开放性，采取积极、开放的应对政策，把扩内需、保增

长与重民生、促和谐结合起来，把保持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转变发展方式等长远战略结合起来。这些

对危机的政策成效明显，较快地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实现了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回升，率先走出世界

经济衰退的阴影，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大亮点，鼓舞了全球市场的信心。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众多多边合作

进程，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了国际社会有效应对金融危机，进而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了

巨大贡献。[28] 

    其二，新政治发展观可以有效克服“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下“我者”与“他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使其

具有责任意识，从而解决全球治理中的责任赤字。由于放弃了“国家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从全球的角

度来看一国的政治发展，新政治发展观使国家认识到了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不可分割性。通过协调人类

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新政治发展观会有效地克服全球治理中的责任赤字。就政治发展模式而言，这

政治发展观会将一国的发展模式与人类利益联系起来，自觉地协调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之间的矛盾；就全球

治理的制度建设而言，持新政治发展观的国家会遵守、积极建设有益全球治理的制度，认为这些制度是实现



国家利益的促动力而不是束缚；就全球治理的主体而言，在坚持新政治发展观的国家，公民会持有多层次的

公民身份，这种身份观念正是全球治理所需要的。 

    近年来，欧盟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多少体现了这一理念。欧盟国家一直坚持环境友好、高技术含量的

展道路，珍视平稳与均衡的价值与理念，也更愿意承担国际责任。例如就能源政策而言，欧盟国家积极寻

能替代化石能源的新能源，在核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方面的研发上着力且收效甚大。有文章论述到，作

欧盟成员国之一的丹麦在可再生能源应用方面的成绩凸出，已经成为一个高效率可再生能源利用的社会，其

中18%的总能源来自于可再生能源，30%的电能来自于可再生能源。[29]这一成就既来自于公共部门资助的

发、认证、测试、制定标准，私人部门的投资与创新，也来自于公民环境意识不断提高，共同体意识、责

意识的不断深化。 

    德国的政治发展观同样体现了责任意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历届政府十分注重实现经济、生

环境和社会的良性循环，一直不断地出台和完善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相关政策。德国《基本法》第22a条就

定：“国家有责任在宪法秩序框架内，通过立法，借助法律法规的执行和判决，保护子孙后代的自然生活基

础，保护动物。”[30](P325)2002年，德国政府推出了题为《德国的前景》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可持

发展战略着重强调责任意识，即注重当代人对后代人的责任，经济发展对社会、环境的责任，社会富裕阶层

对贫困阶层的责任，以及国家发展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四个方面。[30](P327-328)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

下，德国政府着重对能源和气候、原材料高效率使用、控制人口变化以及承担全球责任等方面加大投资力

度。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德国政府重视责任意识的国家政策不仅实现了本国的良性发展，而且为众多全球

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众多全球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了十分积极的姿态。例如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一方

面欧盟率先实施温室气体减排计划，通过限定具体的排放量，欧盟已成为发达国家中减排的领跑者；另一方

面加强对外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通过采用低碳的新型能源，并强调设计一种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

济增长的气候变化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到抑制全球气候变暖这一问题上来。[31](P835-850)欧盟

家的这些政策倾向，显然体现了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负责任态度。 

    无论愿意与否，国家要实现自己的政治发展，就必须选择适应全球化发展潮流的新政治发展观。同时

这种新政治发展观的逻辑可以克服“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从而促进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可以说，选择新政治发展观，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全球治理而言是双赢的。 

    四、结语 

    在全球化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世界各地时，主权国家并没有如某些极端全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已经

到严重削弱，并将要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本文才认为全球治理中出现参与困境和责任困境是

由于主权国家秉持“国家中心主义”理念造成的。由于传统政治发展观中蕴含着“国家中心主义”理念，因

此本文认为，从政治发展观的角度来讲，全球治理的达至，就需要国家放弃传统政治发展观，进而采取一

开放的、负责任的政治发展观。 



    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提出新政治发展观并不是要否定主权、领土的重要性，而只是想指出，在全球化的

大背景下这些因素不应成为坚持“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理由，反而应该成为国家秉持开放、责任理念的保

证。主权、领土的存在既可以在“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下阐释为是区别于“他者”而存在，也可以在开放、

责任理念下阐释为正是因为“他者”的存在才得以存在。 

    注释： 

    ①在全球治理中主权国家较之于其他行为体有更强的实力主要表现在：只有主权国家才能签订具有法律

效力和强制约束力的治理协议；只有各国政府才能动用国家的力量，动员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落实全球

治理的各项协议；只有主权国家才能保障全球治理形成行之有效的制度，保证全球治理的长期性、稳定性

等。可参见李景治：《全球治理的困境与走向》，载《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2期。 

    ②“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认为一切利益和价值均以个人为准的思维方式。参见赵汀阳：《深化

蒙：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到方法论的关系主义》，载《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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